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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拓展 Grossman
 

and
 

Krueger(1995)结构变迁和环境

质量的分析框架,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的数据以及

WIND 数据库微观企业数据,分析服务业比重和 PM2. 5 强度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服务业比重提高 1%,PM2. 5 强度上升 0. 17%。
这意味着生产服务品依旧会对空气造成污染。 第二,本文以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低碳试点城市服务业增长和空气质量

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低碳城市服务业占比提高 1%,PM2. 5 强度下

降 0. 123%。 第三,本文还利用 WIND 数据库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微

观数据,分别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微观机制。 实

证结果显示:低碳城市服务业发展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但
是不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产业链布局。 低碳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为

中国的空气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建议将结构效应和环保政策相结合,
才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

关键词　 服务业;PM2. 5;低碳试点城市;

0　 引言

服务业是环境友好型产业吗? 进一步,如果服务品的生产也会对环境造成

一定压力,在服务经济时代,应当如何制定环境政策优化城市环境? 对于该问

题的回答,将关系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对建设低碳城市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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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对经济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影响:提高生产成本 ( Gollop
 

and
 

Roberts,1983),降低劳动生产率(Chang
 

et
 

al. ,2019;He
 

et
 

al. ,2019),增加失业

(Becker
 

and
 

Henderson,2000;
 

Shapiro
 

and
 

Walker,2018),提升心肺疾病发病率

(Ebenstein
 

et
 

al. ,2015),降低睡眠质量(Heyes
 

and
 

Zhu,2019)。 过去四十年间,
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Wang

 

et
 

al. ,2018;
Chen

 

et
 

al. ,2019)。 细颗粒物(PM2. 5)又称细粒、细颗粒,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

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 5
 

微米的颗粒物。 它能较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其在

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 PM2. 5 粒径小、面积大、活性

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等),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

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Freeman
 

et
 

al. ,2019)。
2013 年爆发的全国性雾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孙伟增等,2019)。 中国正处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需求还将继续

增长,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同时,如何有效改善空气质量,妥善应对气候变

化,是一项持续的课题。
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步入服务经济时代。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服务

业也在缓慢发展。 图 1 给出 1990—2019 年,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 服务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从 1990 年的 32. 4%上升到 2019 年的 53. 96%。 其中,
2013 年中国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工业,随后服务业比重稳步上升,工业占比进

一步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发展服务业能否改善空

气质量? 在其中环保政策扮演何种角色?

图 1　 三十年间中国工业和服务业占比 /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扩展现有研究。 第一,一国的污染程度取决于三个因

素,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Grossman
 

and
 

Krueger,1995)。 随着经济发

展,工业比重逐步下降,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Baumol,1967;van
 

Neuss,2018)。
图 2 给出 2013—2016 年制造业和服务业能源消耗强度,从中可以发现服务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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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能源消耗强度(能源消耗 / GD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6)

能源消耗强度远低于制造业。 一个直观的问题是:服务业的发展能否改善空气

质量? 本文治理环境的重点聚焦于 Grossman
 

and
 

Krueger(1995)提出三大效应

中的结构效应,重点分析服务业增长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在 Grossman
 

and
 

Krueger(1995)的文章中,结构效应主要指发展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但是两位学

者并没有指明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具体类型。 实际上随着资金投入和技术改造,
很多重污染产业会逐步清洁化。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能源效应

(Stucki,2019)、贸易(Copeland
 

and
 

Taylor,1994;
 

Antweiler
 

et
 

al. ,2001)和外商

直接投资(Brucal
 

et
 

al. ,2019;
 

Hao
 

et
 

al. ,2020)对环境的作用,鲜有关注产业

结构对环境的影响。 本文结合 Baumol(1967)的观点,将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演

化的方向,分析服务业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 2003—2016 年

中国 285 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服务业发展对 PM2. 5 强度的影响。 我们采用多

维固定效应之后发现,服务业比重提高 1%,PM2. 5 强度上升 0. 17%。 这意味着

服务业并非环境友好型产业,服务品的生产依旧会对空气造成污染。 图 3 给出

服务业比重和 PM2. 5 强度的散点图,两者之间呈现正向关系。 因此,产业结构

服务化难以改善空气质量。
第二,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高空气质量。 中国政府从 2010 起,开始

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到 2017 年已经开展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2010 年 7
月 19 号,国务院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0]1587 号)》,确定首先在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

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开展试点工作。 明确试点地区

要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和发展战略,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推进低碳技术研发、示范

和产业化,积极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低碳建筑、低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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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服务业比重和 PM2. 5 强度的散点图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都是取对数值

通,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2 年 11 月 26 日,国家发

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二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

知(发改气候[2012]376 号)》 (以下简称《通知》),确立了第二批 29 个低碳试

点:北京市、上海市、海南省和石家庄市、秦皇岛市、晋城市、呼伦贝尔市、吉林

市、大兴安岭地区、苏州市、淮安市、镇江市、宁波市、温州市、池州市、南平市、景
德镇市、赣州市、青岛市、济源市、武汉市、广州市、桂林市、广元市、遵义市、昆明

市、延安市、金昌市、乌鲁木齐市。 要求试点地区建立以低碳、绿色、环保、循环

为特征的低碳产业体系。 要结合本地区产业特色和发展战略,加快低碳技术研

发示范和推广应用。 推广绿色节能建筑,建设低碳交通网络。 大力发展低碳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2017 年 1 月 24 号,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7]66 号)》,确
定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等 45 个城市(区、县)(名单)开展第三批低碳城市试

点。 要求第三批试点城市以先行先试为契机,体现试点的先进性,结合本地实

际积极探索制度创新,按照低碳理念规划建设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热、污
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制定出台促进低碳发展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技术

推广政策,为全国低碳发展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

准自然实验,将入围城市作为实验组,没有入围的城市作为对照组,分析低碳试

点城市是否会强化服务业发展与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低碳城

市服务业占比提高 1%,PM2. 5 强度下降 0. 123%。 这意味着,需要将环保政策

和结构变迁结合起来,才能够改善空气质量。
第三,本文还考察环境政策的结构效应影响机制,即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

层面的冲击,为本文研究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首先,环保政策会对生产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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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冲击。 环保法规通过改变企业的潜在产出,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造成长

期的影响。 Wang
 

et
 

al. (2018) 分析水质法对 “三河三湖” 区域企业需氧量

(COD)和生产率的影响。 他们发现,政策降低短期产出和生产率,但是这种影

响较小。 因此,本文将考察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城市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
其次,环境保护会促进企业提高绿色能源技术的投资,《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

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0]158 号)》明确指出:试点地区要发挥

应对气候变化与节能环保、新能源发展、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协同效应。 低碳市

场政策的核心是建立低碳产业体系,摆脱粗放式发展方式,提高创新在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从而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 因此,本文的第二个机制分析是

研究低碳试点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最后,环境规制存在

“污染天堂”和“波特假说”两种观点(Marin
 

and
 

Vona,2019),主要指高污染产

业会从环境法律严苛的地区转移到相对宽松的地区。 低碳试点城市政策是否

会增加企业对外投资行为,重新布局产业链,从而改善空气质量呢? 为了验证

该机制,本文还将进一步分析低碳试点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 OFDI 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低碳城市服务业发展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是不

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产业链布局。 Baccini
 

et
 

al. (2019)利用越南的数据发

现,加入 WTO 主要影响民营企业(降低利润率以及提高生产率),对国有企业影

响不显著。 本文借鉴他们的思路,按照企业性质进行分样本研究发现:低碳城

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余下的安排如下:第 1 部分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第 2 部分交代本文

的计量方程和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第 3 部分对低碳试点城市服务业发展和

PM2. 5 强度进行实证分析。 第 4 部分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 5 部

分考察低碳城市服务业增长影响空气质量的微观机制。 最后总结全文,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三个领域:空气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服务业增长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1.1　 空气污染的经济效应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拥有非凡的经济增长速度,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大

幅下降。 婴幼儿健康是经济增长中“低垂果实”,然而中国成年人健康问题改善

幅度较小(Ebenstein
 

et
 

al. ,2015)。 Ebenstein
 

et
 

al. (2015)利用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系统(China􀆳s
 

Disease
 

Surveillance
 

Points
 

System)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分

391



　
　

　
经

 

济
 

学
 

报

　
2021 年 3 月

析经济增长、污染和预期寿命的关系。 他们发现中国环境问题的两个事实:第
一,随着经济发展,传染病等非心肺疾病造成死亡率大幅下降;第二,但是空气

污染造成疾病引起死亡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 随后实证发现:经济增长导致预

期寿命上升 3. 53 年,每十万人中非心肺疾病死亡人数下降 121 人,空气污染

(PM10)造成心肺疾病死亡人数上升 25 人(每十万人)。 睡眠质量是人力资本

的重要影响因素。 Heyes
 

and
 

Zhu(2019)使用微博 19 个城市的调研数据构建睡

眠质量指标,分析空气污染对睡眠的影响,他们发现空气污染会显著降低睡眠

质量。 Fu
 

and
 

Gu(2017)将 2012 年国庆的高速公路停止收费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 2011—2012 年全国 98 个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高速公路收费

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实证发现:减少通行费导致污染上升 20%,能见度下降 1
公里。 随后两位学者还估计空气污染的费用弹性,约为-0. 15。 Freeman

 

et
 

al.
(2019)使用包括迁移效应的住宅分类模型估计中国清洁空气的隐含价值。 他

们使用中国人口中心 PM2. 5 的数据分析表明:PM2. 5 下降 1 单位相当于家庭

收入上升 88. 3 美元。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污染对室内工作者影响较大。 空气污染影响居民健

康:一方面,导致劳动供给的变化;另一方面,呼吸系统、心血管和认知功能的损

害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 Chang
 

et
 

al. (2019)
 

利用携程公司中上海和南通两地

的数据,分析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将工人的日产出和气象数据相结合,
文章发现污染降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在实证中,为了控制假期效应,删除连

续五天以上缺勤工人的样本。 结果显示:API 上升 10%,生产率下降 0. 035%。
He

 

et
 

al. (2019)
 

利用制造业数据分析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计量结

果表明:空气污染对劳动生产率有微弱影响,在+10μg / m3 的环境下超过 25 天,
日产出率下降 1%。 他们的研究支持 Chang

 

et
 

al. (2019)的研究结论。

1.2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

美国 1970 年颁布《清洁空气法》,许多学者追踪该法案的经济效应。 空气

质量法规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影响存在异质性。 污染行业会迁移到低污

染地区以规避监管,迁移企业多是高成本低生产率企业。 Becker
 

and
 

Henderson
(2000)利用 1963—1992 年的数据分析空气质量监管的附带效应( unintended

 

effect)。 《清洁空气法》规定:不达标的状态会触发特定的设备需求,随着工厂

规模扩大,法规严苛程度和执行力度会上升,未达标地区污染产业的新企业减

少 26% ~ 45%。 现有的研究争议:环境规制是否导致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工作岗

位流失。 Greenstone(2002)利用美国清洁法案和 5 个制造业普查数据,分析发

现,该法案会导致制造业就业下降 1. 4%。 在 15 年间,流失 59 万工作岗位和

370 亿美元的资本。 1990—2008 年,尽管美国制造业大幅增长,但是制造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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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排放下降 60%。 现有理论从三个方面解释美国空气质量的提升:第一,
贸易的替代效应(污染产业转移);第二,联邦政府的政策;第三,生产率上升导

致污染下降(技术进步导致污染的中间品使用量下降)。 Shapiro
 

and
 

Walker
(2018)研究表明:减排主要由产品内部排放强度变化推动,而不是产量或产品

组成的变化。 两位学者建立贸易和环境模型,类似于 Melitz 模型,不同的生产

率导致不同的环保设备投资。 估计表明:在 1990—2008 年间,制造业面临的隐

形污染税翻倍。
环境规制和 TFP 的关系较为复杂,尤其是对创新和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存在

很大争议。 Gollop
 

and
 

Robert(1983)分析 1973—1979 年限制排放二氧化硫对电

力产业生产率的影响。 两位学者的分析表明:排放法显著提高生产成本,企业

使用低硫材料导致成本的上升,电力公司生产率下降 0. 59%。 Cole
 

et
 

al.
(2005)

 

研究工业活动、环境法规和空间污染的关系。 他们利用 1990—1998 年

英国排放数据发现:污染强度和能源使用强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正相关;和
企业规模、生产率和研发负相关;此外,正式和非正式的法规都降低了污染强

度。 Cole
 

et
 

al. (2014)发现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进行外包,即环境法规会改变

产业链的布局。 Wang
 

et
 

al. (2018)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1998—2007 年数

据分析水质法对中国“三河三湖”区域企业需氧量(COD)和生产率的影响。 研

究发现,政策降低 COD 会导致短期的产出和生产率下降,但是这种影响较小。
数据显示:水质法导致 COD 下降 10%,产出下降 0. 1%。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环境法规的其他潜在效应。 Chen
 

et
 

al. (2015)
 

利用长

江流经的 11 个省份 85 个城市数据,评估水质法的政策效果。 他们发现水污染

法改善高污染地区的水质。 相对于法规更加严苛的下游地区,上游地区吸收更

多的污染。 Oliva(2015)提出观点:发展中国家环境法规可能会造成贪污。 他利

用墨西哥城的复燃机动车排放法规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与贪污的关系。

1.3　 产业结构和空气污染

Grossman
 

and
 

Krueger(1995)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存在倒 U 型关系,即
随着经济增长,环境先恶化随后改善,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两

位学者提出影响环境的三个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 遗憾的是,
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以及相关政策研究,鲜有人

深入地分析结构效应。 关于服务业和空气质量的研究,我们发现都是关注运输

行业,缺乏对服务业整体的分析。 Lalive
 

et
 

al. (2018)
 

分析德国的火车服务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些火车服务是通过拍卖和谈判获得。 实证发现:火车服务

增加 10%,一氧化碳下降 1%,氮氧化物下降 2%,他们的研究表明发展运输服务

业可以改善空气质量。 中国城市地铁的快速发展较好地改善了空气质量。 Li
 

et
 

al. (2019)
 

利用 2008—2016 年,北京空气质量和 14 条新地铁 252 个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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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分析地铁扩建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文章分析表明:地铁密度每提高

1 个标准差,空气质量提高 2%。 14 条地铁降低死亡率,带来福利收益为 10 亿~
31 亿美元,为投入成本的 1. 4% ~ 4. 4%。

2　 计量模型、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计量模型

　 　 中国分别在 2010 年 7 月发布《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

通知(发改气候[2010]1587 号)》确定五省八市确定为试点城市,2012 年 11 月

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二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2]376 号)

 

确立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和石家庄等 29 个城市和省

区成为我国第二批低碳试点。 因此,本文将采用渐进式 DID 评估环保政策、服
务业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参考 Chen

 

et
 

al. (2018)的计量方程,本文的实证

方程如下:
lnPM2. 5 ijt = α × plcc ijt + μ × lnservice ijt + ξ × plcc ijt × lnservice ijt +

βX ijt + δ jt + γi + εit (1)
其中,lnPM2. 5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 PM2. 5 强度。 本文借鉴 Cole

 

et
 

al.
(2005)的处理方法,用 PM2. 5 / GDP 来衡量该指标。 plcc 是城市层面的虚拟变

量,如果城市入选低碳试点城市,当年及以后年份该变量为 1;否则为 0①。
lnservice 是服务业产业结构,用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来衡量。 X 表示城市层面

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地区的教育支出、工资和人均资本,分别控制随着

教育水平上升、用工成本上升以及要素禀赋提升对 PM2. 5 的影响。 此外,考虑

到不同省份由于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导致 PM2. 5 强度的区别,本文还控制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δ jt;为了控制城市层面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还控制城

市固定效应 γi;ε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空气质量(PM2.5 强度)

　 　 自从 2000 年起,中国环保部门开始发布重点城市的日度空气污染指数

(API),但是该数据只包含 120 个城市,难以涵盖中国空气质量全貌。 为了弥补

691

① 该虚拟变量有如下说明:第一,济源市属于省级直管县级市,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关数据,
予以删除。 第二,大兴安岭地区辖 4 个市辖区、1 个县级市、2 个县。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关数

据,予以删除。 第三,武汉、吉林、广州、昆明、延安已经包含在第一批试点城市中,这 5 个城市虚拟变量从

2010 年起计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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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本文采用 Van
 

Donkelaar
 

et
 

al. (2019)计算的全球 PM2. 5 卫星栅格数据,
利用 Arcgis 将数据定位到每个城市,然后计算每个城市不同年度的 PM2. 5 浓度

的总量和均值水平。 最后,我们将城市年均 PM2. 5 浓度除以城市 GDP,得到单

位 GDP 的 PM2. 5 浓度值。 在回归中,对该数据取对数。
图 4 给出 2003 年到 2016 年中国 285 个城市 PM2. 5 / GDP 的均值,从图中

可以发现,在样本期内,PM2. 5 强度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

图 4　 2003—2016 年中国 PM2. 5 / GDP 均值

2.2.2　 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中国 285 个城市数据和 3262 家微观企业数据,将低碳试点城市

作为实验组,非试点城市作为对照组。 考虑到两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广东、辽
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

的 plcc 变量在 2010 年及以后年份设定为 1;第二批的城市在 2012 年及以后年

份设定为 1;其他城市设定为 0。 两批示范城市都包括昆明、延安和广州等城

市,统一按照 2010 年为政策发生年份。
服务业比重(service):目前学界有两种刻画服务业比重的方式———就业人

数占比和增加值比重。 《城市统计年鉴》中只公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加总的增加值,并没有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 由于服务业中各个子行业

差异性较大,本文还将对细分服务行业影响空气质量进行研究。 因此,本文借

鉴 Maroto-S􀅡nchez
 

and
 

Cuadrado-Roura(2009)、Gozgor(2018)的思路,用服务业就

业比重衡量服务业的发展情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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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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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空气的因素:要素禀赋、工资和教育水

平。 其中要素禀赋用人均资本存量表示,教育水平用城市财政中教育支出占总

支出的比重衡量,工资水平用当年城市的平均工资作为变量。

2.3　 统计性描述

表 1 给出了所有变量的统计信息。 本文样本为 2003—2016 年中国 285 个

地级市,数据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以及 Van
 

Donkelaar
 

et
 

al. (2019)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微观机制分析中,我们还选取中国

上市公司数据①。

表 1　 统计性描述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lnpm 3944 6. 0734 1. 2284 0. 7572 9. 5512

plcc 3989 0. 1564 0. 3633 0. 0000 1. 0000

lnservice 3987 3. 9288 0. 2782 2. 2935 4. 6824

lnwage 3965 10. 0206 0. 4944 2. 2834 12. 3978

lnpcaptial 3986 13. 1010 0. 7683 9. 2351 15. 1788

lnedu 3976 12. 0250 1. 0340 1. 6734 15. 7168

2.4　 适用性分析

只有当政府选择低碳试点城市不受服务业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才是稳

健可靠的。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确保低碳试点城市不受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一方面,根据 《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气候

[2010]1587 号)》中关于产业方面的要求,试点地区要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和发

展战略,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推进低碳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积极运用低碳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低碳建筑、低碳交通,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新
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同时要密切跟踪低碳领域技术进步最新进展,积极推

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与国外的联合研发。 从文件中可以看出,低碳试

点城市主要是构建低碳城市,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产业。 并没有涉及服务业

方面的要求。 另一方面,本文利用城市上一期的服务业比重和低碳试点城市的

虚拟变量进行回归,考察服务业是否会影响国务院关于低碳试点城市的选拔。
回归结果见表 2。

891

① 目前中国的微观数据应用较多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但是该数据只有工业企业,没有服务企

业。 因此,我们采用上市公司的 3262 家企业,该数据同时包括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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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入围低碳试点城市的影响

(1) (2)

2010 2012

plcc plcc

L. lnservice
-0. 0194 -0. 0550

(0. 0891) (0. 101)

Constant
0. 329 0. 553

(0. 353) (0. 398)

Observations 285 285

R-squared 0. 000 0. 001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15 计算并整理得出。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我们用上一年城市的服务业占比作为解释变量。

表 2 中第 1 列是针对第一批试点城市的回归结果,第 2 列是针对第二批试

点城市的回归结果。 服务业占比在两个方程中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服务业的

发展水平不会影响低碳试点城市政策的选拔。 此外两个方程调整后的 R-
squared 几乎为 0,表明服务业占比和低碳试点政策选拔的相关性极低。 这就保

证政策的外生性。

3　 实证分析

3.1　 全样本回归

　 　 首先,我们从整体上分析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城市政策和 PM2. 5 强度。
考虑到在第一批低碳试点城市政策中既有 5 个省级,又有 8 个地级市,本文分

别汇报聚类到省级层面的回归结果(方程 1 ~ 3)和城市层面(方程(4) ~ (7))的
回归结果(见表 3)。 方程 1 是低碳试点城市政策对 PM2. 5 强度的影响,方程

(2)是发展服务业对 PM2. 5 强度的影响,方程(3)引入了两者的交互项。 方程

(4) ~ (6)的结构与(1) ~ (3)相同,对比方程(1) ~ (3)和(4) ~ (6),不同的聚类

只影响回归的显著性的水平,不改变方程的结构。 方程(7)用服务业增加值占

比衡量服务业发展。 方程(6)和方程(7)实证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因此,本文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服务业的发展会提高 PM2. 5 的强度。 数据显示:服务业占比每提高

1%,PM2. 5 强度提高 0. 17%。 这说明,中国发展服务业并不能降低 PM2. 5 强

度,中国的服务业没有体现出环境友好型的特征。 发展服务业依旧会对空气造

成影响,相比较制造业,服务业依旧会恶化空气质量。 本文认为发展服务业对

PM2. 5 的影响取决于以下两种相反作用力的综合效应。 第一,生产率效应。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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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的发展会软化经济结构,ICT 技术和总部经济兴起提高经济生产效率。 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入右端,改善空气质量。 第二,产业关

联效应。 一方面,生产性服务品具有典型的中间品特征,随着产业结构演化,制
造业购买的市场服务和中间服务不断提高。 服务密度增加会提高企业生产率

和国际竞争力(Lodefalk,2014)。 Arnold
 

et
 

al. (2016)服务认为发展服务业有四

点优势:第一,新进入者为服务创新提供机会;第二,服务业改革提高偏远地区

获得服务能力,加速城镇收入趋同,有利于提高农村中小企业生产率;第三,可
以改善现有服务质量;第四,减少服务市场势力,激励下游产业创新。 这些都会

促进下游制造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会拉动制造业的产

出。 Faber
 

and
 

Gaubert(2019)分析墨西哥的旅游业时发现,旅游业的发展会带

动下游洁具行业、食品行业和手工业等制造业的发展。 因此,服务业发展可能

会影响制造业,进而对空气质量造成负面影响。 服务业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会改

善空气质量,产业关联效应会恶化空气质量。 通过实证结果可以发现,目前产

业关联效应强于生产率效应。

表 3　 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政策与 PM2. 5 强度

VARIABLES
(1) (2) (3) (4) (5) (6) (7)

PM2. 5 强度

plcc
0. 0350 0. 496∗∗ 0. 0350 0. 496∗ 6. 053∗∗∗

(0. 0331) (0. 225) (0. 0342) (0. 263) (1. 825)

lnservice
0. 160∗ 0. 171∗∗ 0. 160∗∗ 0. 171∗∗ -0. 0623

(0. 0813) (0. 0787) (0. 0692) (0. 0699) (0. 174)

plcc×lnservice
-0. 123∗∗ -0. 123∗ -1. 647∗∗∗

(0. 0572) (0. 0658) (0. 484)

lnedu
-0. 194∗∗∗ -0. 201∗∗∗ -0. 203∗∗∗ -0. 194∗∗∗ -0. 201∗∗∗ -0. 203∗∗∗ -0. 0610

(0. 0669) (0. 0606) (0. 0616) (0. 0630) (0. 0586) (0. 0591) (0. 0916)

lnwage
0. 0364 0. 0371 0. 0402 0. 0364 0. 0371 0. 0402 -1. 562∗∗∗

(0. 0398) (0. 0391) (0. 0391) (0. 0304) (0. 0301) (0. 0301) (0. 357)

lnpcaptial
0. 0277 -0. 00327 0. 00714 0. 0277 -0. 00327 0. 00714 -0. 00640

(0. 0369) (0. 0419) (0. 0441) (0. 0353) (0. 0407) (0. 0430) (0. 118)

Province×Year
 

FE Y Y Y Y Y Y Y

City-FE Y Y Y Y Y Y Y

聚类 Province Province Province City City City City

Observations 3842 3843 3842 3842 3843 3842 3774

R-squared 0. 964 0. 964 0. 964 0. 964 0. 964 0. 964 0. 643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5 计算并整理得出。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的数字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方程(7)是采用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衡量的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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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入选低碳试点城市也无法改善空气质量,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低碳

试点城市主要目标在于减少温室气体。 本文的重要发现是:plcc×lnservice 两者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低碳试点城市的服务业比重越高,PM2. 5 强度越低。
这说明,单纯的环保政策和产业政策无法改善空气质量,环保政策需要和产业

活动相结合,努力促进低碳试点城市的服务业增长,才能够降低 PM2. 5 强度。
产业演化是纷繁复杂的混沌系统,主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许多企业并没有

环保设备投资的激励(Stucki,2019)①。 因此,只有通过环保政策为服务业的演

化指明具体的方向,才能够改善空气质量。 随着环保政策的强化,产业逐步绿

色化,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体系逐渐成立。 经济发展方式改变过去粗放式增长,
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进而改善空气质量。

第三,教育支出比重上升可以改善空气质量。 数据显示:教育支出提升

1%,PM2. 5 强度下降 0. 2%。 这说明,通过教育提高居民环保意识,可以有效地

改善空气质量。 人均资本和工资上升对 PM2. 5 强度的影响不显著。

3.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前文的分析表明,低碳试点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可以显著降低 PM2. 5 强度。
一个重要的影响机制是低碳试点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提高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本小节将分析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政策对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将在方程(1)的基础上分析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方程如下:
lnGTFP ijt = α × plccijt + μ × lnserviceijt + ξ × plccijt × lnserviceijt + βX ijt +

δ jt + γi + εit (2)
　 　 参考王恕立等(2015)处理方法,将空气中的污染物视为“坏”的产出,由于

污染物和 GDP 的单位是不同的量纲,我们借鉴陈诗一(2010)方法,将“坏”的产

出作为中间投入,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测算方法中,我们参考了 Olley
 

and
 

Pakes(1996)、
 

Levinsohn
 

and
 

Petrin(2003)以及
 

Ackerberg
 

et
 

al.
 

(2015)的方

法,分别计算三种算法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实证结果见表 4。
方程(1)采用 LP 方法核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发现

plcc×lnservic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低碳试点城市的服务业每提高 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0. 153%。 这说明通过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会促进服务业

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这说明,环保政策和产业发展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降

低 PM2. 5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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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ucki(2019)认为只有在能源投资产生正向效用时,企业的才会进行投资。 基于德国、奥地利和

瑞士的数据,发现绿色能源技术投资只有对能源成本最高的 19%的企业才有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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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政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 (2) (3)

LP OP ACF

plcc
-0. 577∗∗ -0. 618∗∗ -0. 695∗∗∗

(0. 245) (0. 250) (0. 250)

lnservice
0. 238∗∗∗ 0. 239∗∗∗ 0. 168∗∗∗

(0. 0688) (0. 0695) (0. 0648)

plcc×lnservice
0. 153∗∗ 0. 165∗∗ 0. 185∗∗∗

(0. 0630) (0. 0638) (0. 0641)

lnedu
0. 0758∗ 0. 0743 0. 0702

(0. 0453) (0. 0452) (0. 0427)

lnwage
-0. 0380 -0. 0281 -0. 0327

(0. 0342) (0. 0336) (0. 0250)

lnpcaptial
-0. 108∗ -0. 107∗ -0. 103∗∗

(0. 0609) (0. 0580) (0. 0521)

Province∗Year
 

FE Y Y Y

City-FE Y Y Y

Observations 3797 3797 3797

R-squared 0. 475 0. 469 0. 431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5 计算并整理得出。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的数字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3.3　 细分服务业行业分析

服务行业内部子行业的性质差异极大,不同类型的行业发展对环境存在截

然不同的影响。 本文参考余泳泽和潘妍(2019)的处理方法将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等 5 个细分行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

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 4 个行业作为消费性服务

业;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5 个行业作为公共服务业。 深入分析不

同类型服务行业发展对污染的影响。 采用和方程(1)相同的回归方程,实证结

果见表 5。
表 5 中第 1 列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空气质量的回归结果,第 2 列是消费

性服务业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回归结果,第 3 列是公共服务业增长对空气质量的

回归结果。 对比三列可以发现:只有当低碳试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时,才
能够降低 PM2. 5 浓度,提高空气质量。 由于存在多个承包商和分包,导致供应

链延长,下游产业的货物更容易受到污染(La,2019)。 因此,上游行业对解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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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尤为重要。 生产性服务品主要是为下游制造业提供柔性化的中间产品,
低碳试点城市政策为生产性服务业指明环保的方向,因此低碳城市的生产性服

务业具有环境友好的特征,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显著地改善下游制造业生产工艺

流程,优化空气质量。

表 5　 服务行业异质性的讨论

(1) (2) (3)

生产性服务业 消费性服务业 公共服务业

lnpm lnpm lnpm

plcc
0. 224∗∗∗ 0. 105∗ -0. 00972

(0. 0587) (0. 0578) (0. 0570)

lnservice
-0. 0433 0. 235 0. 647∗∗∗

(0. 368) (0. 180) (0. 203)

plcc×lnservice
-1. 494∗∗∗ -0. 965 0. 109

(0. 372) (0. 612) (0. 152)

lnedu
-0. 190∗∗∗ -0. 193∗∗∗ -0. 200∗∗∗

(0. 0624) (0. 0628) (0. 0588)

lnwage
0. 0355 0. 0323 0. 0419

(0. 0310) (0. 0313) (0. 0293)

lnpcaptial
0. 0288 0. 0325 -0. 0399

(0. 0360) (0. 0378) (0. 0449)

Province×Year
 

FE Y Y Y

City-FE Y Y Y

Observations 3842 3842 3842

R-squared 0. 965 0. 964 0. 965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5 计算并整理得出。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的数字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3.4　 生产性服务业与 PM2.5 强度

前文的分析表明,只有生产性服务业增长才能够改善空气质量。 本小节进

一步深入分析五种生产性服务业子行业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实证结果见

表 6。
表 6 中的 5 个方程分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 5 个细分行

业的回归结果。 对比 5 个行业可以发现:在方程 1、2、4 和 5
 

中 plcc×lnservice 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只有方程 3 的 plcc×lnservice 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

意味着,低碳试点城市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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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 4 个行业的增长都可以

改善空气质量。

表 6　 细分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的分析

(1) (2) (3) (4) (5)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业

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lnpm lnpm lnpm lnpm lnpm

plcc
0. 144∗∗∗ 0. 117∗∗∗ 0. 0728 0. 109∗∗ 0. 141∗∗∗

(0. 0502) (0. 0411) (0. 0621) (0. 0426) (0. 0444)

lnservice
-0. 107 0. 783 -0. 561 -0. 597 2. 934∗∗

(0. 589) (0. 736) (1. 044) (0. 765) (1. 316)

plcc×lnservice
-2. 579∗∗∗ -6. 176∗∗∗ -1. 030 -4. 118∗∗∗ -6. 388∗∗∗

(0. 888) (1. 458) (1. 205) (1. 280) (1. 559)

lnedu
-0. 193∗∗∗ -0. 191∗∗∗ -0. 191∗∗∗ -0. 192∗∗∗ -0. 191∗∗∗

(0. 0626) (0. 0625) (0. 0632) (0. 0622) (0. 0619)

lnwage
0. 0355 0. 0375 0. 0376 0. 0335 0. 0347

(0. 0307) (0. 0309) (0. 0307) (0. 0306) (0. 0311)

lnpcaptial
0. 0273 0. 0262 0. 0392 0. 0184 0. 0148

(0. 0349) (0. 0348) (0. 0433) (0. 0341) (0. 0352)

Province∗Year
 

FE Y Y Y Y Y

City-FE Y Y Y Y Y

Observations 3842 3842 3842 3842 3842

R-squared 0. 964 0. 964 0. 964 0. 964 0. 965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5 计算并整理得出。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的数字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第 1 列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回归结果,第 2 列是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回归结果,第 3 列是金融业的回归结果,第 4 列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的回归结果,第 5 列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回归结果。

4　 稳健性检验

4.1　 因果推断的稳健性检验

　 　 存在同时影响产业结构和空气质量的共同因素,导致估计偏误。 本文对遗

漏变量偏误的稳健性检验采用 Frank
 

(2000)提出的检验方法:对混淆变量与自

变量和混淆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的乘积进行估计。 Frank
 

et
 

al. (2013)进
一步采用从评价估计中使推论无效的偏差。 偏差百分比被定义为能够被原假

设替代从而使推论无效的可观测样本比例。 这些替代可能来自反事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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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源于将一个估计值与一个阈值对比时,要多大偏差才能使推论转变。 该

方法的命令为 konfound,konfound 将计算出使变量列表中的每个变量的推理无

效或维持推理所需的偏差百分比。 为了计算 plcc×lnservice 变量使推断无效的

偏差百分比,我们使用
 

konfound
 

命令的非线性模型,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因果推断

dy / dx
Delta-method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plcc×lnservice -. 1377 0. 0639 -2. 16 0. 031 -0. 2629　 　 　 -0. 0125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5 计算并整理得出。

表 7 表明,采用 konfound 重新估计之后,plcc×lnservice 和空气质量之间的

负相关系依旧显著成立。 该命令还将为具有统计意义的变量提供敏感性图,本
文估计的灵敏度图如下:

图 5　 灵敏度图

4.2　 伪造检验

本文还进行伪造检验,估计的原理是通过随机构造低碳试点城市进行稳健

性检验,如果真的存在政策效应,那么伪造低碳试点城市之后 plcc×lnservice 的

系数应当不显著。 该方法通过随机模拟 n 次冲击,每个模拟冲击都可以得到一

个估计系数,因此一共有 n 个模拟估计系数。 这 n 个模拟估计系数服从一定分

布,我们可以将实际估计系数与该分布进行比较。 本文采用 metareg 命令,表 8
分别给出 500、1000、1500、2000、2500、3000、3500 和 4000 次模拟的回归结果。
不同模拟结果表明,伪造检验之后,plcc×lnservice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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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伪造检验会导致低碳试点城市服务业发展对 PM2. 5 强度的影响不显著。 因

此,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8　 置换检验的回归结果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plcc×lnservice 0. 754 0. 744 0. 764 0. 756 0. 741 0. 740 0. 760 0. 750

最大蒙特卡洛 p 值 0. 0224 0. 0158 0. 0129 0. 0112 0. 0100 0. 0091 0. 0084 0. 0079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15 计算并整理得出。 第二行为 plcc×lnservice 回归系数的 p 值,第三行给

出最大蒙特卡洛 p 值。

5　 微观机制分析

本文的企业数据选自 WIND 数据库中上市公司数据,该数据包括了涵盖农

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三次产业的企业数据。 在 WIND 数据库中可以追溯

到 1993 年的服务业企业数据,为了和城市层面数据保持统一,企业层面样本的

时间区间为 2004—2016 年。 本文将部分退市企业剔除之后,共整理出 3262 家

企业数据。

5.1　 生产率

面临较为严苛的环境法规时,企业可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减少污染

的中间品使用,进而完成政府要求。 因此,本小节将分析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

城市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计量方程如下:
lntfpijct = α × plccict + μ × lnserviceict + ξ × plccict × lnserviceict + βX ijct + δ jt +

γc + εijct (3)
　 　 本文采用 Ackerberg

 

et
 

al. (2015)的最新方法,按照 ACF 方法计算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 图 6 和图 7 分别给出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服务业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 从图 6 和图 7 中可以发现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
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在金融危机之后稳步上升。

为了分析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城市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采用

方程(3)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见表 9。
从表 9 中,我们没有发现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城市政策和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整体还是分行业,分企业性质 plcc×lnservice 的回归系数均

不显著。 这说明,低碳试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无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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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制造业企业要素生产率

图 7　 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表 9　 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城市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1) (2) (3)

全样本 制造业 服务业

(4) (5) (6) (7)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服务业

plcc
0. 0166 -0. 00189 0. 103 -0. 127 0. 175 -0. 0361 0. 0594

(0. 0500) (0. 0522) (0. 110) (0. 0963) (0. 182) (0. 0602) (0. 158)

lnservice
-0. 00123 -0. 0121 0. 0292 -0. 00674 0. 00737 -0. 00187 0. 0441

(0. 0121) (0. 0117) (0. 0344) (0. 0201) (0. 0492) (0. 0135) (0. 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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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全样本 制造业 服务业

(4) (5) (6) (7)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服务业

plcc×lnservice
0. 00174 0. 00717 -0. 0232 0. 0347 -0. 0407 0. 0175 -0. 0106

(0. 0128) (0. 0136) (0. 0275) (0. 0244) (0. 0460) (0. 0160) (0. 0388)

managment
-0. 0503∗∗∗ -0. 0718∗∗∗ -0. 0131 -0. 0554∗∗∗ -0. 00990 -0. 0684∗∗∗ -0. 0113

(0. 00430) (0. 00432) (0. 00829) (0. 00662) (0. 0131) (0. 00482) (0. 0100)

lnadver
0. 00769∗∗∗ 0. 00644∗∗∗ 0. 0112∗∗∗ 0. 00727∗∗∗ 0. 00998 0. 00787∗∗∗ 0. 0129∗∗∗

(0. 00116) (0. 00113) (0. 00365) (0. 00219) (0. 00659) (0. 00121) (0. 00425)

age
0. 00483∗∗∗ 0. 00616∗∗∗ 0. 00302∗ -0. 00103 -0. 00115 0. 00543∗∗∗ 0. 00342∗

(0. 000633) (0. 000643) (0. 00165) (0. 00153) (0. 00255) (0. 000709) (0. 00206)

Industry×Year
 

FE Y Y Y Y Y Y Y

City-FE Y Y Y Y Y Y Y

Observations 29498 19385 7714 5618 3366 13759 4339

R-squared 0. 213 0. 236 0. 215 0. 303 0. 250 0. 250 0. 288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5 计算并整理得出。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的数字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5.2　 创新

接下来,本文分析服务业发展、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采

用如下回归方程:
lnR&Dijct = α × plccict + μ × lnserviceict + ξ × plccict × lnserviceict + βX ijct + δ jt +

γc + εijct (4)
　 　 本文用企业的研发投入金额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行为,实证结果见表 10。

表 10　 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城市政策与创新

(1) (2) (3)

全样本 制造业 服务业

(4) (5) (6) (7)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服务业

plcc
-0. 0418 -0. 0542∗ 0. 161∗∗ -0. 0152 -0. 00626 -0. 0611∗ 0. 261∗∗∗

(0. 0294) (0. 0297) (0. 0754) (0. 0251) (0. 0119) (0. 0335) (0. 0959)

lnservice
0. 0128 0. 00803 0. 0202 -0. 000827 -0. 00754 0. 00330 0. 0535

(0. 00827) (0. 00813) (0. 0269) (0. 00435) (0. 00620) (0. 00882) (0. 0350)

plcc×lnservice
0. 0122 0. 0157∗∗ -0. 0368∗ 0. 00472 0. 00160 0. 0183∗∗ -0. 0632∗∗∗

(0. 00756) (0. 00780) (0. 0188) (0. 00648) (0. 00310) (0. 00891) (0. 0238)

managment
-0. 148∗∗∗ -0. 159∗∗∗ -0. 113∗∗∗ 0. 00870∗∗∗ 0. 00205∗ -0. 160∗∗∗ -0. 121∗∗∗

(0. 00109) (0. 000869) (0. 00340) (0. 00137) (0. 00106) (0. 000916) (0. 0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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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全样本 制造业 服务业

(4) (5) (6) (7)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服务业

lnadver
0. 00617∗∗∗ 0. 00576∗∗∗ 0. 00856∗∗∗ 0. 000637 0. 000303 0. 00515∗∗∗ 0. 0102∗∗∗

(0. 000879) (0. 000912) (0. 00213) (0. 000520) (0. 000917) (0. 000989) (0. 00263)

age
-. 00376∗∗∗ -. 00369∗∗∗ -00378∗∗∗ -. 00105∗∗∗ -8. 13e-05 -. 00276∗∗∗ -0. 00303∗∗∗

(0. 000342) (0. 000384) (0. 000727) (0. 000296) (0. 000175) (0. 000399) (0. 000862)

Industry×
Year

 

FE
Y Y Y Y Y Y Y

City-FE Y Y Y Y Y Y Y

Observations 41436 28633 9764 5949 3613 22682 6144

R-squared 0. 895 0. 932 0. 792 0. 357 0. 213 0. 946 0. 840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5 计算并整理得出。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的数字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在全样本中,没有发现服务业发展改善空气质量的证据。 对比表 9 第(2)
列和第(3)列可以发现,低碳试点城市对不同行业的创新存在异质性影响,低碳

试点城市的制造业创新会显著下降,服务创新能力会显著提高。 低碳试点城市

的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下降 0. 054%,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上升 0. 161%。
plcc×lnservice 则显示完全相反的结果,随着低碳试点城市服务业占比的提高,
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会逐步提高,服务业的创新能力会下降。 这意味着,环境政

策导致的结构变迁效应会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细分企业性质之后发现,低碳试点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该结果和前文的回归保持一致。 即低碳试点政策对

国有企业的创新不显著。

5.3　 对外投资

最后,我们针对“污染天堂”假说,分析国内环保政策是否会影响产业链的

布局。 下面将考察低碳试点城市政策、服务业发展对企业 OFDI 的影响。 回归

方程如下:
OFDIijct = α × plccict + μ × lnserviceict + ξ × plccict × lnserviceict + βX ijct + δ jt +

γc + εijct (5)
　 　 对于企业对外投资数据,本文利用历年商务部提供的《境外投资企业(机
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进行匹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

作司从 1983 年开始公布《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 本文将

2004—2016 年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和 WIND 数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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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获取对外投资的服务业企业。 实证结果见表 11。

表 11　 服务业发展、低碳试点城市政策与对外直接投资

(1) (2) (3)

全样本 制造业 服务业

(4) (5) (6) (7)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服务业

plcc
0. 0479 0. 0702 -0. 0356 -0. 0821 0. 0618 0. 0824 -0. 0707

(0. 0393) (0. 0493) (0. 0718) (0. 172) (0. 123) (0. 0513) (0. 0901)

lnservice
0. 0125 0. 0150 0. 00958 0. 0168 0. 0804∗ 0. 0123 -0. 0176

(0. 00978) (0. 0115) (0. 0213) (0. 0309) (0. 0420) (0. 0122) (0. 0242)

plcc×lnservice
-0. 0109 -0. 0168 0. 00829 0. 0174 -0. 0151 -0. 0188 0. 0163

(0. 0101) (0. 0128) (0. 0180) (0. 0429) (0. 0307) (0. 0134) (0. 0228)

managment
0. 00352∗∗∗ 0. 00433∗∗∗ 0. 000729 -. 0148∗∗∗ -. 0110∗∗∗ 0. 00450∗∗∗ 0. 00170∗∗

(0. 000401) (0. 000505) (0. 000741) (0. 00449) (0. 00374) (0. 000561) (0. 000745)

lnadver
0. 00256∗∗ 0. 00114 0. 00753∗∗∗ -0. 000767 0. 00392 0. 00194 0. 00954∗∗∗

(0. 001000) (0. 00113) (0. 00229) (0. 00266) (0. 00408) (0. 00123) (0. 00289)

age
0. 000524∗∗ 0. 00112∗∗∗ -0. 000249 -0. 00154 -0. 00156 0. 00114∗∗∗ 0. 000184

(0. 000260) (0. 000331) (0. 000482) (0. 00137) (0. 00112) (0. 000340) (0. 000514)

Industry×Year
 

FE Y Y Y Y Y Y Y

City-FE Y Y Y Y Y Y Y

Observations 41436 28633 9764 5949 3613 22682 6144

R-squared 0. 066 0. 065 0. 077 0. 093 0. 097 0. 071 0. 100

　 　 说明:实证的结果均由 stata5 计算并整理得出。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中的数字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标准误。

从表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全样本、分行业还是分不同性质的企业,均没有发

现低碳试点政策、服务业发展可以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 这说明,国内的环境

政策引发的结构变迁效应不会改变企业生产链的布局。 这可能是因为发达国

家的环境法规更为严苛,而发展中国家产业配套设施落后,无法吸引中国的产

业转移。

6　 结论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增长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尤其是空气污染

问题较为严重。 经济发展将“低垂果实”摘完,结构效应的拐点迟迟没有来临。
如何进一步优化环境、改善空气质量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为了解决空

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分别在 2010、2012 和 2017 年设定三批低碳城市,大力发

展低碳产业。 服务业作为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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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改善空气质量? 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的

数据,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切入点,分析服务业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同

时,还利用 WIND 数据库中企业数据,探讨低碳城市服务业发展改善空气质量

的微观机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采用多维固定效应之后发现,服务业比重提高 1%,PM2. 5 强度上升

0. 17%。 本文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占比上升依旧会对空气造成污染。 第二,低碳

城市服务业占比提高 1%,PM2. 5 强度下降 0. 123%。 这意味着需要将环保政策

和产业发展结合,才能有效改善空气质量。 第三,低碳城市服务业发展可以提

高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是不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率和产业链布局;并且低

碳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研究的启示在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结构效应无法发挥作用是因为未

能和环保政策相结合,服务业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在于和环保政策相结合。 国

家在制定环保政策时,需要将产业结构调整纳入到政策目录中,协调环保政策

和产业政策才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 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提高服务企业

的创新能力,这说明服务业存在“自增强机制”;但是,低碳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会

抑制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 相关部门在制定环保政策时,需要激活服务企业的

创新激励,避免服务业陷入粗放式发展的陷阱。 最后,低碳城市服务业发展主

要影响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和国企的环保“软约束”
有关,未来需要重点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复查,避免可能存在的腐败和低

效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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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启斐　 王双徐:

 

发展服务业能否改善空气质量? 来自低碳试点城市的证据

　
　

Does
 

Developing
 

Service
 

Industries
 

Improve
 

Air
 

Quality?
 

Evidence
 

from
 

Low-Carbon
 

Pilot
 

Cities

Qifei
 

Chen1 　 Shuangxu
 

Wang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School
 

of
 

Education,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anded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Grossman
 

&
 

Krueger
 

(1995 )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intensity
 

of
 

PM2. 5
 

by
 

using
 

the
 

data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6
 

and
 

the
 

micro-
enterprise

 

data
 

of
 

WIND
 

databas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creased
 

by
 

1%
 

and
 

the
 

intensity
 

of
 

PM2. 5
 

increased
 

by
 

0. 17%.
 

This
 

means
 

that
 

the
 

production
 

of
 

services
 

still
 

pollutes
 

the
 

air.
 

Second,
 

this
 

paper
 

takes
 

the
 

pilot
 

policy
 

of
 

low-carbon
 

cit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growth
 

and
 

air
 

quality
 

in
 

pilot
 

cit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ervices
 

in
 

low-carbon
 

cities
 

increased
 

by
 

1%
 

and
 

the
 

intensity
 

of
 

PM2. 5
 

decreased
 

by
 

0. 123%.
 

Thirdly,
 

this
 

paper
 

also
 

makes
 

use
 

of
 

the
 

micro
 

data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WIND
 

database
 

to
 

investigate
 

the
 

micro
 

mechanism
 

that
 

the
 

pilot
 

policies
 

of
 

low-carbon
 

citie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urban
 

service
 

industry
 

can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ut
 

will
 

not
 

affect
 

the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al
 

chain
 

layout.
 

The
 

influence
 

of
 

low-carbon
 

urba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influence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not
 

significant.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ir
 

governance
 

in
 

China.
 

Only
 

by
 

combining
 

structural
 

effects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can
 

air
 

quality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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